
2022年8月15日，浸大学生会在新生注册日的摊档。摄：Stanley Leung/端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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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打压、解散、重组——香港的大学学生会能看到未来学运的曙光吗？

“学生会不等于学生运动。所以要问的，不是学生会可以做什么，而是学生运动可以做甚么。”

香港 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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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区国安法落实，社会运动消亡，连带让积极参与其中的香港各大学学生会从兴转衰——香港理工大学学

生会被逼改名；城市大学学生会会室迁到工厂区；因中文大学学生会解散，旗下的《中大学生报》改名为

《大学社区报》；岭南大学校长开腔指学生会认受性不足收回场地......八大院校中，有四间校方曾表明拒

绝承认学生会；六间院校收回学生会会室和民主墙等空间。 


“长远而言，我都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理。”城市大学学生会被逼搬迁，外务副会长何卓朗无奈看着堆满物资

的会室，非常苦恼。“学校Wi-fi、厕所等问题，以前都很容易察觉到，现在根本不知道学校发生甚么事

情。”失去有形的空间，无形的关系都悄然消失，“以前在学校我们有属于自己的房间，大部分讨论都会在

那里发生。现在会室很偏僻，也没有以前那么舒服，没有家的感觉。”


在一片愁云惨雾下，中大传来有望重组的消息 。九间书院学生代表成立重组学生会架构工作小组，召集人

罗竣彦说：“社会上很多公民团体都消失了，我有身位（位置）去重组学生团体时，更加珍惜这个机会。 ”


时光倒流，过去各个大专院校学生会积极参与社会及政治事务，甚至是香港本土历史中社会运动重要的组

成部分。即使走过多少社会动荡不安的岁月，校方和学生会关系也从未如此割裂，有“老鬼”（已毕业的前

干事会成员）向端传媒表示，这和香港的命运一脉相承。在撕破虚假面具后，校园内一直存在的权力失衡

真象就表露无遗。 


到底校方和学生会之间的关系如何走到分裂的局面？曾承载着几代人的理想公民社会实验所，如今何去何

从？在强权掌政的社会现实下，学生会存在的意义又是甚么？



2022年8月15日，浸大学系学会在新生注册日摆放摊位。摄：Stanley Leung/端传媒

校园外的学生会，空荡荡的会室 


约一千多呎的工厂大厦单位，天花板上整齐的白色光管不足以把所有地方都照亮，暗角都堆满杂物。 单位

内有几个铁架，放了三十多个挤到胀起的“红白蓝”大袋（大型尼龙袋）和叠起来的水桶，全是学生会旗下

学会的活动物资。城市大学学生会外务副会长何卓朗环顾四周说：“铁架都是我们刚搬过来的时候，庄员

（干事会成员）自己一手一脚砌成的”。


城大学生会会长楼仔接话：“做了两年SU庄（Student Union，学生会干事会），学校的政策令学生会从

兴转衰，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悲伤，我始终都会把这里当作我的家。”


今年7月，城大收到学生发展处的通知，正式收回学生会所有场地，并仅给予7日期限迁出会址。旗下的五

大中央组织​，包括干事会、​评议会、仲裁委员会、​编辑委员会和城市广播的会室，都挤在这工厂单位内。

然而访问当天，这个会室却空无一人。

“如果校内会室还在，大家会活跃很多，至少有其他学生在。”何卓朗说，这情况下要像从前一样去凝聚学

生很难。“一个普通校政关注组，它的雏形都是要一班学生去聚在一起，若果没有办法动员或去团结一班

人，是不会有这一些类似公民力量的东西存在。”



城市大学学生会外务副会长何卓朗(左)和会长楼仔(右)。摄：Stanley Leung/端传媒

学生会迁离校园后不久，校方便向学生会属下的学会招手。城市大学学生发展处学会发集体电邮，邀请学

会在处方下登记。城市大学的舞蹈学会、兽医学会等都已在校方名义下登记。 


一场无声角力展开。学生会同时向属下学会发放消息，假如学会在学生发展处下登记学会，学生会将考虑

不提供任何资源上的协助。 同时，校方也冷处理学生会的场地申请。学生会暑假时多次联络校方，希望校

方就新生注册日传统迎新活动“木人巷”提供场地，但一直未获回复，最后唯有采用“网上木人巷”形式供新

生报名，并将学生会年费降低约4成，希望能吸引更多新生加入。

与城市大学的情况相若，2022年4月，理工大学终止承认理大学生会，勒令学生会须即时停用包括“香港理

工大学”字眼的组织名称，并要求学生会旗下所有组织要在7月15日或之前迁出理大校园范园。理工大学学

生会改名为“红砖社”。



解散后再重组，是妥协吗？ 


各大学生会自2021年初开始，正面对来自校方和警方的打压，至今一直处于低气压，然而，今年中大学生

会干事会出现重组希望。各书院学生代表遂成立重组学生会工作小组，并于7月为工作小组成立工作平台。

中大回复《明报》查询指，校方乐见有学生代表成立跨书院学生组织，期望与他们开展具建设性的对话和

合作，并成立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组织，按相关条例注册和依据获通过之会章运作的学生组织。

原于2021年年初上任的中大学生会的内阁“朔夜”，被中大校方指言论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遂被禁止担任

校内学生委员职务、停止代收会费，以及停止提供场地等。伍宜孙学生会评议会主席兼工作小组召集人叶

子骏忆述，当时大家心情沉重，“到底要继续抗争到底，还是人无事比较重要？”那种恐惧与迷惘让他至今

https://news.mingpao.com/pns/%E6%95%99%E8%82%B2/article/20220708/s00011/1657217053563/%E4%B8%AD%E5%A4%A7%E7%94%9F%E6%93%AC%E9%87%8D%E5%BB%BA%E5%AD%B8%E7%94%9F%E6%9C%83-%E6%A0%A1%E6%96%B9%E7%A8%B1%E6%A8%82%E8%A6%8B


难以忘怀。最后，“朔夜”上任不足一天，就向中大学生会代表会请辞。

中大重组学生会工作小组的召集人罗竣彦(左)和叶子骏(右)。摄：Stanley Leung/端传媒

中大学生会在同年10月发表公开信，对外宣布解散。其后有学生向中大学生会司法委员会提出司法覆核，

原讼庭于11月7日裁定中大学生会代表会或学生会联席会议“解散学生会”之宣告违宪并无效，联席会议应

该重启学生会职务。

虽然司法覆核结果出炉，但架构依然人去楼空。 


叶子骏坦言， 自己有参与解散学生会的决定。他尴尬地说： “我觉得我有份打烂（破坏）的东西，要把他

再重建起来。”罗骏彦在旁打趣哼起歌来：“点解要走去破坏，CU已经烂晒，我地乜都输晒......”两人忍俊

不禁。

（编按︰歌词改编自建制派立法会议员梁美芬在个人社交平台发布批评反修例运动的音乐影片《点解要揽炒》） 


谈到失去中大学生会的日子，他们又再严肃起来。叶子骏说，“没有学生会后，中大安静了许多。同学的归

属感也弱了。”



属感也弱了。

罗竣彦对于这种归属感有另一番感受。他本已被浸大新闻系录取，但因认识不少中大的朋友，让他决定放

弃学位，重考文凭试后，成功考入中大。然而，他入学数个月后，中大学生会就正式解散。中大不再一

样，但他说：“既然我现在有身位（位置）可以让它（学生会）重生，都想出一分力。”

过去解散的中大学生会中最高立法机关又名“代表会”，当中代表有三种。第一种是当然代表，即是九间书

院的学生会干事会及代表会，或同等立法机构首长；第二种是民选代表，根据书院的人数多少决定席位数

量，再一人一票选出代表；第三种就是委任代表，即当前两种方法未能产生足够人数参与，就由代表会或

同等立法机构去委任。代表会举办选举选出中大学生会干事会、中大学生报、校园电台。

罗竣彦说，没有中央机构，学生需要面对不少问题：“尤其学会要重新适应首次出现的额外行政工作，例如

所有学会都需要在会章的‘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XX系会’改名成‘香港中文大学XX会’，要不停开会、投票再

通过会章修订等。 ”

他解释，学校有各种委员，包括中央事务委员、交通事务委院会等，其中教务会议就是中大学生可以参与

到最高层面的委员会，会议内容包括大学通识课程的更改、其他委员会报告以及中文大学（深圳）的课程

内容等。在这些会议中，学生的票数虽然不及校方，但他认为“至少可以为同学的需要发声”。“我用学生会

的身分去做一份问卷，大家填回来，我有（调查）数字，都至少有反映学生意见。”

例如，2022年6月底，承载着中大师生回忆的李卓敏基本医学大楼小食店“Med can”结业，餐厅要再投标

遴选，本来经由学生会协助选出膳食委员会中的学生代表，现在只能由校方委任，并没有民意基础的“学生

代表”在席。罗慨叹，现在完全没有投标的消息，“就算不谈政治，也要吃饭。”

开学后，工作小组密锣紧鼓地展开宣传工作。两位召集人指，校方与他们多次沟通会章内同，表明会在12

月召开校董会审视会章。过了校方高层一关，再通过全民投票，中大学生会就可以申请社团注册，逐渐恢

复旧日的工作。校方沟通的过程中或需作出妥协，例如需要独立注册，也需要按校方要求包括本地及非本

地研究生在学生会架构内，但仍会尽力权衡，“如果全民投票都通过，这是大家的集体意愿。”

罗骏彦解释，校方颇为乐见中大学生会重组，源于最初中大高层觉得需给予学生会压力，但意想不到引来

解散的结果，“校方不想做千古罪人，而实际上学生会在行政架构上的确有其作用。例如没有学生会之后，

（校方）学生事务的工作量变相增加了许多。”

不过，在报导刊出前一天，两人忙着今年改由“联书院学生会平台小组”筹办的艺墟之际，校方早上派员到

场，指忧虑舞台背景板上的民主女神像标志会“引来外界不详揣测”，要求把其遮盖，大会亦因应要求将标

志上的标志用黑胶带覆盖。



中大回复《独立媒体》查询时称，艺墟舞台背景设计其中一个标志不属于中大地标，亦含政治元素，与活

动不相关；鉴于大学校园是一个传播知识、进行学术和研究的地方，应紧守政治中立的原则，故校方要求

主办单位将该不合宜的标志遮盖。

2022年8月15日，浸大学生会举办一连两天的新生注册日，不同属会摆放摊档，以宣传学会、迎新营和招揽会员。摄：Stanley

Leung/端传媒

从时政到福利，这是学生会的未来？ 


浸会大学学生会是在打压潮下幸存的一员，连同科技大学、岭南大学、城市大学至今仍获校方承认。虽然

浸大校方于2021年7月宣布新学年不再为学生会收会费，但比较幸运的是，浸大学生会的会室得以保留下

来，为仅留在校园内的两间大学学生会之一。

开学前一个月，家住南区的浸大学生会署理会长郭朗峰每天花3小时来回九龙塘校园，与副会长Oscar马不

停蹄准备新生注册日——联络属会、安排摊位位置、场地布置。这段时间，他们每天只睡4、5个小时，睡

醒后便回校筹备。



以往新生注册日由校方的学生事务处与学生会合办，安排新生在开学前回校办理学生证，而不同属会会于

注册日摆摊位，以宣传学会、迎新营和招揽会员。自疫情爆发后，注册日便停办；今年浸大校方再以防疫

理由拒绝举办。于是，郭朗峰和4位学生会成员决定，在开学前两周自行主办一连两天的新生注册日。

“我希望告诉同学，浸大学生会还未死。”略带倦态的郭朗峰坐在学生会的摊档说。他希望把握新生注册日

的机会，宣传学生会并招揽新会员。在新生注册日这两天，他们增收600位会员，占新生人数一半。

自校方不再代收会费后，学生会的财政变得紧绌，由以往约1.2万名会员大减至1000多名，每年收入减少

约100万港币。因此，学生会不得不放弃举办大学迎新营、“千人宴”等大型活动，削弱学生会组织学生的

功能。这600位新会员总算填补了一些学生会收入。

浸会大学学生会署理会长郭朗峰(左)和署理副会长Oscar(右)。摄：Stanley Leung/端传媒

对郭朗峰来说，更重要是学生会在这两天能被同学看见，提供福利成了他们最主要的策略，“福利是连系学

生的桥梁，吸引他们留意学生会，继而唤醒同学关注校政或者其他议题，建立动员能力。”除着力经营售卖

平价货品的福利合作社外，他们亦计划寄卖独立书店的书本，引入更多类型的货品，亦希望举办电影放映

会、漂书活动，和派发社区报等，组织一个“浸大人”社区，让同学在校园的空间里“围炉”（聚在一起）。



然而，面对校园内的政治空间被逐步缩窄，郭朗峰也不时思考，“究竟（校方的）红线在哪里，尤其是政治

表态上。”关于政治表态的帖文，他们会份外谨慎。2022年6月，他们在社交媒体发文回顾反修例运动，尽

管他们已仔细地审视一字一句，也避免表达鲜明的政治立场，但翌日即收到校方电话，指校方收到投诉，

提醒他们发布帖文前用字要小心，最后他们坚持保留帖文。

政治表态与学生会的存亡之间，他们有时不得不作出取舍。2021年底，各大院校的民主女神像先后被校方

拆除，当时浸大因装修工程而将民女像暂移至储物室。遗憾的是，这尊纯白色的民女像并没有重见天日，

郭朗峰知道若把雕像放出来，“学生会便会被人杀”，比起一个象征式的雕像，他觉得学生会的存活更重

要，“在这个时代，不应该过于拘谨形式，保存自身更重要。”

曾因反修例运动入狱的副会长Oscar，出狱前夕收到朋友被控国安法的消息，令他打消出狱后只当个平凡

大学生的念头。他知道，学生会或许只能小修小补——“大势很难去Bargain，例如疫苗通行证、国安教

育、智慧教室。”但他希望“发掘学生会还有什么可以做”，亦相信仍有空间在细节上向校方争取。

例如，校方在去年推出“智慧教室”计划，在课室加设镜头，称是为提升网上及混合教学模式成效，此举引

起同学忧虑私隐问题，最后学生会成功要求校方在闲置时遮盖镜头。郭朗峰接着说，“只要能为同学争取应

有的权益，（学生会）仍然是需要（存在）的。若连学生会也失去，这丁点权益也会失去。”

七十年代开始，学生会与香港公民社会命脉相连 


那些年，台湾国立阳明交通大学社会与文化研究所副教授、《独立媒体》创办人之一叶荫聪，是1991年的

中大学生会的干事会一员。邀约他受访“话当年”，他喋喋不休，“中大的范克廉楼聚集了学生会干事会、学

生报，还有当年的国事学会等，是跟学生会关系比较密切的学会。”

1989年的六四事件对他的影响不深，反而是六四后“中国民主化”论述，要强化民间团体的趋势，让他先加

入入国事学会，翌年再加入学生会。处理会务至深夜，索性在大楼过夜，甚少回宿舍。“我们会有‘范

记’（范克廉楼）的认同感，加入学生会通常是因为传承和维系。”



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助理教授叶荫聪。摄：Stanley Leung/端传媒

这栋大楼内，充满活跃于校政与时政讨论的学生。学生们曾经建议将整座大楼给予学生作会务用途，但校

方坚持将学生事务处的办公室置于大楼内。“教职员包括主任，经常找学生会沟通，甚至我觉得是刻意去讨

好学生会。”他忆述，学生会和校方之间一直维持一种“公关式友善”，“学生生事务处的主任扮friend（装

作关系友好）会叫名字后两字，叫我荫聪。”

校方甚至在某些社会议题上与学生站在同一阵线。“当年‘四改三’，因为削减大学一年的资源，校方更加想

争取学生支持，资源也好，改制也好，态度都是‘又倾又砌’（既会合作亦会反对、谈判）。 ”在这种微妙的

关系中，学生会作为学生代表，也会想透过正常渠道和校方谈判。

“学生会和校方是‘又倾又砌’，因为根本没有足够权力去抵挡校方的权力。”这四字真言再次出现在另一位

“老鬼”口中。曾在大专“退联潮”期间担任某间大学学生会干事会成员的阿仁（化名）说：“学生会对校方很

多不满，但也要谈判，学分、制度、新建大楼福利等， 不能因为不满，就所有事情都要拉倒。”


阿仁加入学生会干事会前后，经历2014年雨伞运动与后期触发的2015年退联潮，当时社会气氛高涨，虽

然校方和学生会立场分明，但那时关系并没有破裂。“过去，学校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没有多余的心

神将学生会连根拔起，因为还要申请基金补助、发展学术研究、专注行销和公共形象等，所以学生会一直

不是校方To-do-list（待办清单）上一个很高的优次。 ”

然而，2020年港区国安法落实后，公民团体也相继解散。香港公民社会的命脉，也牵引着学生会的存亡。

校方与学生会的这种和睦关系也正式幻灭。 


叶荫聪指，过去大部份的学生会相当倚赖校方——学生会会室是学校的物业，会费也要透过学校收取，他

说实在没有“独立性”可言。“长久以来学生会和校方之间的关系是和睦的，校方会提供各种各样的支援，是



说实 独 会 校 是 校 会提供 援 是

很基本的事情，所以也没有人去质疑、没有人去想学生会如何100%独立这个问题。”


阿仁思考了一会儿，打了一个比喻。“其实是一个缩影。如果2019年（反修例运动）、2014年（雨伞运

动）令香港人明白到法治、自由是虚幻，抑或对方撕破假面具之后可以是如此凶狠，学生会和校方的关系

其实也是如此。 ”

在香港的学运的历史中，学生会与学联一直代表着学生的声音。从六七暴动前后，要求“中文列为官方语

文”的中文运动，香港大学中文期刊《学苑》、中大各书院学生报等学生会组织积极撰文表态，并组织讨论

会。研究香港本土历史多年的文化研究学者罗永生曾撰文指，这场运动对“香港学生运动和社会运动的勃

兴，都有举足轻重的深远影响”。

七十年代，香港学运进入“火红年代”，当时学生政治立场分成三大派︰国粹派、社会派、自由派。当中学

生积极参与保钓行动、反贪污等，学生会与香港专上学生联会（下称学联）亦一直向政府表达反对意见。

当年不少学生运动的中坚份子，后来走进政坛、新闻界或文化界，担任要角。

八十年代，在1982至84年前途谈判期间， 学界一直支持“民主回归”的论述，香港大学学生会亦通过《香

港前途宣言》。八九民运期间，学联派代表到北京考察，甚至获国务院港澳办司长容康接见。直至六四事

件发生，学联以集会游行、到新华社抗议、筹款活动和罢课抗议中国政府在北京天安门以武力镇压学生。

及后的九十年代，学运则沉寂如静水。

https://commons.ln.edu.hk/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053&context=thinkinghk


叶荫聪九十年代踏入学生会，从“老鬼”的口中得知这些学运故事，也以学生运动身分去支援社会运动或民

间团体。“我担任学生会成员之前，就会落基层（到基层民间团体工作），后来会发觉到我读书年代的人、

民间团体的人，都是学生会出身，例如前职工盟总干事蒙兆达，前立场新闻总编辑钟沛权等。”

千禧年代学运逐渐苏醒，大专生积极参与社会运动，包括参与保卫皇后码头运动、反高铁运动、支援码头

工潮，并以“大专2021”名义参与五区公投等。

而其中一件标志性事件，是学生会要求将民主女神像移送至中大长期摆放。校方当时以“坚守政治中立”为

由 拒绝学生会要求 2010年的六四晚会过后 二千多名中大师生及市民 将民主女神像移师到中大 为



由，拒绝学生会要求。2010年的六四晚会过后，二千多名中大师生及市民，将民主女神像移师到中大，为

见证民主女神像竖立于中大土地的一刻。美国乔治城大学亚洲法研究中心香港法学人、2010年中大学生会

会长黎恩灏，就是这件历史事件的推手。

“学生会一直有参与公民社会组织，但民女事件是加强剂，增强学生会的媒体曝光和社会动员能力。”黎恩

灏指，这只是一夜之间的社运激情，民女事件从去信校方、媒体报导，到香港电台论政节目《城市论坛》

的直播选址移师到“民女广场”等地方的一连串事件，也反映学生会、校方与公民社会的关系。“若非当年

《明报》头版刊出校园拒绝摆放民女的决定、《苹果日报》揭露校方的决策方法，媒体都找学生会做访

问，造成有公众舆论压力，立法会要交代，校方不会冷处理。”

黎恩灏参与学生会前，适逢反高铁运动爆发，社会运动的氛围也成为他参与学生会原因之一。大学一年级

时，他见证时任学生会反对校方清拆大学图书馆外的烽火台。“原来学生会不只是搞文具、合作社等福利，

更会搞政策倡议”。他也在任内参与公屋议题、最低工资、全民退休保障等社会议题， 希望“在校内争取改

善校政、校外为社会公义付出。”

2012年，由中学生组织学民思潮与大专学界牵头的反国教运动，更让学运再次走到高潮。2014年的雨伞

运动，学联各大学学生会亦担任关键角色。然而，学联在雨伞运动中的表现备受批评，包括多次放弃行动

升级时机、以及组织内部改革等问题，有大学生因此发起“退联”行动，呼吁自家大学的学生公投，令学生

会脱离学联。

2015年3月，理大、中大、浸大、城大及岭大的“退联关注组”发公开信，要求与各校的学联代表在公开论

坛辩论退联；及后大学校园内亦陆续出现本土派学生会，把过去相对左倾的学生会理念，转为以本土为

主、与中共割席，甚至主张香港独立。以往学联积极参与支联会悼念六四活动的情景，亦再不复见。

阿仁升读大学不久，雨伞运动随即爆发，认识学生会干事会成员后，亦加入成为罢课委员会的委员。翌

年，他加入学生会干事会，接手退联这个烫手山芋。“当时觉得社运低潮就是做组织工作，去准备下一场运

动，所以上庄（加入学生会）。”但他面对的是伞后学运低潮，负面气氛远超他所想，阵营的对立、网路舆

论的仇恨，让他一度陷入低潮。

干事会对于是否退联立场不一，即使内部的最终决定是留下，但退联的声音继续排山倒海涌来，结果阿仁

的大学还是正式通过退联。当天，他的干事会成员甚至因此大打出手。他曾认为退联的过程十分煎熬，但

事过境迁，当年压垮内心的大石都变成了生命中砂石。他回看当年的感受却认为，现时参与学生会的大学

生必然比他更难过。“因为感觉就好像一件事传承到他们这一代， 他们就结束了，有种守护不到这个地方

的感觉。”

黎恩灏在外地得知香港大专院校学生会的消息，也不好受。他认为，学生会是一种非形式的教育，以学校

主人翁身分 学习如何自治及管理这个地方 但从前的理想现行不复在 “会室还是改变不了世界” 同



主人翁身分，学习如何自治及管理这个地方，但从前的理想现行不复在， 会室还是改变不了世界 。同

时，他对于这一切打压也不意外——国安法落实，改变社会的政治秩序，而学生会存在的意义，取决于“北

京想用多大力度收紧公民空间”。“即使重组，有多大自主空间、由什么单位规管和领导，例如大学会否国

安部门管理，我们不知道。这是讨论的困难。”

2022年8月15日，浸大新生回校参与新生注册日。摄：Stanley Leung/端传媒

不论自由或专制 学生会必要存在？ 


学生会与香港公民社会关系紧密，但当下政治气氛紧张，学运也成为敏感议题。叶荫聪认为，校方“割席”

背后就是担忧很多学生经历过政治冲突和运动后，再组织学生会会“出事”，“校方也不知道如何承受这样的

压力，于是先拖延。”

但长远而言，叶荫聪觉得校方无论如何都要让学生会重新建立起来，否则会面临正当性的危机。“校方会找

不到一个有代表性的组织去为他们一些政策背书，会出现代表性问题。很多人认为中国大陆不民主不自

由，但是大学内都有学生会。”

阿仁却不以为然。 “我觉得学生会已经无事可做。”对阿仁而言，学生会本来是学生实行民主自治的实验场



阿仁却不以为然。 我觉得学生会已经无事可做。 对阿仁而言，学生会本来是学生实行民主自治的实验场

所，但今非昔比，这些功能都已经消失。 “学生会这个结构只是承载住历史上的学生运动，但今时今日做

甚么都被监察，如果要在学校生存，就要妥协。学生会不等于学生运动。所以要问的，不是学生会可以做

什么，而是学生运动可以做甚么。”

那么，现时的学生会还可以做甚么？面对低气压，城大学生会的成员们坦言有想过解散，但会长楼仔说：

“我们不会遇到打压和少少挫折就放弃，希望可以透过学生会身位去感染学生，就像我们的干事会‘聚流’一

样，尽力去汇聚同学。”

中大重组学生会工作小组的召集人罗竣彦则觉得，现今社会要重新建立公民社会组织已相当有难度，但

是，见到公民社会土崩瓦解，缩窄少少来看，大学的制度内，容许有个组织出现的时候，我觉得有些鼓舞

的成份。”

“我觉得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学生会。” 另一召集人叶子骏说。


